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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绿后绿色品牌信任重建战略研究：基于ＣＢＢＥ
模型和合理性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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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针对 “漂绿”后该绿色品牌的品牌信任重建问题，从合理性视角出发，结合基于顾客的品牌资

产模型 （ＣＢＢＥ模型）、绿色品牌、绿色品牌合理性和绿色品牌信任等理论，探讨了 “漂绿”后的绿色品牌的

品牌信任重建战略和机制。通过准实验的方法，得出以下结论：绿色标示战略和来源国战略对绿色品牌合理

性和绿色品牌信任有显著影响，而且合理性在这两种绿色品牌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中都发挥着重要的

中介作用；定价战略虽然对绿色品牌信任有显著影响，但对绿色品牌信任影响不显著，从而合理性在定价战

略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中并不存在显著的中介作用。这些发现将为 “漂绿”后绿色品牌急需的品牌信任重

建提供至少三种有效品牌战略，即绿色标示、来源国以及定价战略，另外还将提供一种重建视角，即从着眼

于社会整体支持的合理性视角，而非单一利益攸关者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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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今中国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不少国内企业已经开始重视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同时消费者
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对绿色品牌的青睐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绿色品牌建设。许多企业为迎合这
一消费倾向，纷纷推出自己的绿色品牌，宣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如何进行环境保护、有效利用
资源。但是，这些企业往往不能真正地实施其绿色环保承诺，却声称自己是绿色品牌；打着绿色品
牌的旗号，实际上却没有付诸相应的保护环境的行动，这就是 “漂绿”现象［１］（Ｐ２８）［２］［３］［４］。

“漂绿”现象使得中国企业面临品牌信任危机，许多企业的利益攸关者包括消费者、政府、公
众、媒体等，对这些漂绿后的绿色品牌慢慢失去信心和认可，进而对漂绿后的绿色品牌产生不信任
感。因此，漂绿后的绿色品牌需要通过获得利益攸关者的社会支持和认可 （合理性）来改善绿色品
牌信任。然而，目前的研究大都是基于顾客的单一层面，如消费者行为分析等，很少有研究是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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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众的多层面进行分析。本文将从合理性视角出发，结合ＣＢＢＥ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Ｂａｓｅｄ　Ｂｒ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

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模型、绿色品牌、品牌合理性和品牌信任理论来探究漂绿后的绿色品牌的品
牌信任重建战略及影响机制，以有效重拾漂绿后的绿色品牌的品牌信任。

二、理论回顾和理论基础

为了分析漂绿后绿色品牌的品牌信任重建战略和机制，本文将对绿色品牌、基于顾客的品牌资
产模型 （ＣＢＢＥ模型）、品牌合理性和品牌信任等相关理论和以往研究进行深入回顾和探讨。

（一）绿色品牌

许多学者围绕绿色品牌的属性、特征和作用等展开了研究，如张秋玲［５］认为品牌具有一些属
性，包括对生态环境的友好属性；能够为人们带来如对身体健康、生产原料天然，以及生产产品无
毒等一些个人利益的友好属性；还能够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好处的属性。绿色品牌是可以降低
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能够为其顾客带来个人利益，而且可以被消费者感知该品牌是环境友好型的品
牌，这些绿色品牌的特性能够吸引其目标消费者对其品牌的积极情绪［６］。绿色品牌不但可以达到当
代人的发展要求，而且能够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发展，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保障人类的可持续发
展，以此增强企业的竞争力［７］。一个绿色品牌能够给产品增加卖点并提升企业形象［８］。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总结归纳，对绿色品牌进行界定：绿色品牌与非绿色品牌相比，

有一些独特的环保属性和优势，如具有有益于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的属性；有益于环境可持续发展
的属性，能够充分利用资源并且能够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能够为消费者、生产者、工作人员等利
益相关者带来个人利益的属性，包括健康、天然、无毒、节能等；可以使消费者感受到其环境友好
属性，且因为能够感知到其环境友好属性而被吸引。

（二）ＣＢＢＥ模型

ＣＢＢＥ模型是Ｋｅｌｌｅｒ［９］从消费者的角度提出的。他认为品牌资产主要来自于消费者对于品牌的
认知、感觉和体验，包括品牌知名度、品牌形象、品牌联想等。其中，品牌知名度是指顾客对品牌
识别、品牌回忆和品牌知名等方面［５］［９］［１０］。这个模型认为，企业创建品牌可以通过三个战略来实
现，分别是选择品牌要素战略、制定营销计划战略以及次级联想杠杆战略。其中，品牌要素战略包
括选择和设计品牌名称、标志、个性、包装、标语以及主题曲等；营销支持战略包括产品、价格、

分销和促销战略；次级联想杠杆战略包括原产地、名人代言等。通过整合利用这些战略，进而影响
消费者对该品牌的知识和品牌联想，最终创造出品牌的价值［１１］。ＣＢＢＥ模型的框架结构如图１所
示。

由于该模型有助于品牌资产中的品牌信任建设，因此本文将运用这三种品牌战略来研究漂绿后
绿色品牌的品牌信任重建战略。考虑到价格战略在营销支持战略中的重要性 （价格是决定品牌价值
的重要体现）和原产地战略在次级联想战略中的重要性 （原产地效应也是作为次级联想和品牌绩效
的重要来源）［１２］，以及第三方认证的重要性［１３］，本文选择营销支持战略中的定价、次级联想杠杆战
略中的第三方认证和来源国作为绿色品牌战略进行研究。

１．价格战略。在营销支持战略的定价方面，绿色品牌的产品定价是对一般定价中对环境和生
态不利的因素的调整。除包含一般的各项成本因素之外，还包括生产经营绿色产品过程中用于保护
生态环境的生态成本，比如：资源和环境的有偿使用费、生态环境的维护费用、生态环境损害治理
费用、生态环境预防费用、生态环境的补偿费用。在绿色产品的生产经营中，绿色产品的技术创
新、产品设计、产品生产及产品包装等诸环节均须符合环境检测标准、生产操作规程、绿色产品标
准体系等相应规定，上述方面的因素均会引致绿色产品的价格偏高。ＤＳｏｕｚａ等［１４］认为，消费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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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ＣＢＢＥ模型框架
资料来源：Ｋ．Ｌ．Ｋｅｌｌｅｒ，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ｂａｓｅｄ　Ｂｒａｎｄ　Ｅｑｕｉｔｙ，１９９３。

购买绿色产品时首先会考虑绿色产品和非绿色产品价格的差异。Ｐｅａｔｔｉｅ［１５］（Ｐ１２６）的研究也表明生产绿

色产品往往需要环境革新，生产成本上升，绿色消费者需为绿色产品支付一个更高的价格，从而能

够补偿环境变革的成本。在绿色产品的研发及生产环节中，企业需要采用绿色技术，实行清洁生

产，建立绿色产品分销渠道，此外还需对环境进行排污、治污等。

２．绿色标识战略。在次级联想战略的第三方认证的绿色标识方面，根据文献综述，可以发现

绿色品牌是比非绿色品牌更加环境友好、生态友好的品牌［６］［１６］，是有益于可持续发展的品牌［７］。理

论上来看，绿色品牌必须能够给予绿色消费者一个购买的理由：和其他产品相比，产品更加绿色环

保。然而，绿色品牌的绿色属性属于信任属性，是否按照环保标准生产、排放，是否合理利用资

源，产品是否会对环境带来危害等，这些与生产过程相联系的环境属性，普通消费者因为远离生产

环境，很难直接观察，有的属性即使在购买消费后也不能直接观察判断，所以有很多绿色属性消费

者无法感知到。对于绿色品牌而言，如果没有可信的信号，消费者对其绿色属性就无法进行判断，

从而也不能判断该品牌是否为绿色品牌。企业单方面通过绿色广告或环境声明等宣传行为来促销自

己的绿色产品，由于消费者难以对此进行判断和验证，往往会遭到怀疑和排斥［１７］。

３．来源国效应战略。所谓来源国效应，就是指对某个国家的总体印象和感知会正向影响消费

者对该国企业或产品的判断［１６］。Ｖｅｒｌｅｇｈ等［１８］认为，来源国形象对于消费者来说不仅意味着产品

实用价值，而且还包含对消费者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可能来源于制度、规范等。因此，当消费者

认为某国能够提供较好的能力、商业伦理和国际关系去满足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时，会给予该国的企

业和产品正面支持，使消费者对该产品产生合理性感知。Ｍａｈｅｒ等［１９］的研究表明，来源国形象差

的国家往往是因为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而生产不出质量好的产品，或者因为该国的制度不完

善。因此，消费者会基于来源国形象形成对该国品牌合理性的判断［２０］。
（三）绿色品牌合理性

处于制度环境中的组织或企业都需要追求合理性。当组织或者企业能够长期适应所处制度环境

而且在该环境中的行为是合理的，并且消费者产生重复购买的行为习惯时，该组织或者企业就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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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理性，当组织或品牌获得社会文化的认同时，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１］。所以，合理性是一种普
遍的看法或假设，认为或者假设一个组织或者企业的行为是正当的、合理的［２１］［２２］。Ｓｕｃｈｍａｎ［２２］认

为合理性是在当下的社会规范、价值观、信仰和环境里，对组织或者企业的行为进行判断，判断其
行为是否是被社会所需要的、合适的。一个组织或者企业要获得相关者的支持，就必须要先通过进
行合理化取得合理性［２３］。本文将绿色品牌合理性定义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或假设，即一个绿色品牌
的环境绩效在一些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社会建构系统中是正当的、适当的或适宜的［２２］［２４］［２５］。

（四）绿色品牌信任

绿色品牌的产品所具有的绿色环保属性是一种信任属性［１６］。这些环境属性都是与产品的生产
过程相关的。一般消费者因为离产品的生产环境较远，即使获得产品后也不能直接观察到产品的质
量。如果消费者对于绿色品牌没有可靠的信息，就没办法对其环境属性进行判断，从而也不能判断
该品牌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品牌。由于早期的绿色品牌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企业经常运用绿
色广告或者环保声明的宣传方式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促销，其绿色行为只是局限于宣传层面，实际却
没有绿色环保的行动，甚至还会做出严重破坏环境的行为。这些行为导致消费者对于企业绿色广告
和环保声明的怀疑或排斥。还有一些企业为了推广其新产品，在促销宣传时发布一些误导消费者或
令消费者疑惑的绿色口号并夸大其产品的环保价值和效果，使得消费者不再相信其产品［２６］。这就
是一些绿色品牌需要重建信任的原因。据此，本文将绿色品牌信任定义为一种基于对品牌环境绩效
的可靠、善意和能力的信念或期望的依赖程度［２７］［２８］（Ｐ８）［２９］［３０］。

通过绿色品牌、品牌合理性和品牌信任的文献综述，我们发现围绕绿色营销的相关研究虽然已
经较为丰富，但是关于绿色品牌的研究并不多。有学者虽然已经研究了绿色品牌战略，但是较少从
合理性的视角结合ＣＢＢＥ模型来考察品牌信任战略。同时，品牌研究大都是以消费者为基础的微观
研究，而相当少的研究是以合理性视角研究品牌信任问题［３１］。另外，以往研究也较少从制度理论
中的合理性视角研究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 （ＣＢＢＥ）中的品牌战略。因此，本文将从合理性的视角
结合ＣＢＢＥ模型来考察 “漂绿”后绿色品牌的品牌信任重建战略和机制，并通过以下研究模型建构
和假设演绎来分析该战略和机制。

三、研究模型和假设演绎

（一）研究变量的界定

１．绿色品牌战略。本文从ＣＢＢＥ模型的品牌要素战略、营销支持战略和次级联想杠杆战略来
探讨绿色品牌战略对绿色品牌合理性的影响，以及绿色品牌战略是否会对绿色品牌信任产生影响。

如前所述，本文选择营销支持战略里的定价、次级联想杠杆战略的第三方认证和来源国作为绿色品
牌战略进行研究。其中营销支持战略的定价战略方面，没有对定价进行具体分类，而是用和一般非
绿色品牌的价格的对比，分为比非绿色品牌定价高和与非绿色品牌定价差不多两个水平。次级联想
杠杆战略的第三方认证，分为有某可以证明产品不仅质量合格而且符合特定的环保要求的绿色标
识，和没有绿色标识的两种情况；次级联想杠杆战略的来源国分为不同来源国，考虑到消费者对中
国和美国分别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较明显，且这两个国家消费者比较了解，故
选择美国和中国作为不同来源国进行比较分析。

２．绿色品牌合理性。如前，本文将绿色品牌合理性定义为一种普遍的认知或假设，即一个绿
色品牌的环境绩效在一些规范、价值、信念和定义的社会建构系统中是正当的、适当的或适宜
的［１］［２２］［２４］［２５］。另外，绿色品牌合理性也划分为实用合理性 （满足各绿色利益攸关者的利益）、道德
合理性 （获得产出、过程、程序上的积极评价）和认知合理性 （理所当然和可解释性）。从而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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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可以通过以下６个问项进行测量：（１）该品牌的环境绩效是令人满意的；（２）该品牌的环境绩效
是有益的；（３）该品牌的环境绩效符合行业和社会规范；（４）该品牌的环境绩效是适当的；（５）您
认为该品牌的环境绩效是理所当然的；（６）该品牌的环境绩效与您的认知是一致的［２２］［２５］。

３．绿色品牌信任。本文将绿色品牌信任定义为一种基于对品牌环境绩效的可靠、善意和能力
的信念或期望之依赖程度。该构念可以通过以下５个问项进行测量：（１）您觉得该品牌的环境承诺
通常是可靠的；（２）您觉得该品牌的环境绩效通常是可靠的；（３）您觉得该品牌的环境言论是可靠的；
（４）品牌绿色环保方面符合您的期望；（５）该品牌能够完成对绿色环保的保证和承诺［２７］［２８］［２９］［３０］。

（二）研究假设和模型

本文将从ＣＢＢＥ模型中的战略来探讨绿色品牌战略对绿色品牌合理性的影响，以及绿色品牌战
略是否会对绿色品牌信任产生影响，并最终明确绿色品牌合理性是否会对绿色品牌合理性和绿色品
牌信任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

在营销支持战略的定价方面，如前所述，绿色消费者需为绿色产品支付一个更高的价格，从而
能够补偿环境变革的成本［３２］。在绿色产品的研发及生产环节中，由于企业需要采用绿色技术，实
行清洁生产，建立绿色产品分销渠道，对环境进行排污、治污等，因此，认为绿色品牌与非绿色品
牌比较，价格偏高是理所当然的，是符合认知和理性的。更多成本的投入可以获得更好、更可靠的
环保效果和环境绩效。据此，提出假设：

Ｈ１ａ：绿色品牌的定价比非绿色品牌定价高时，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Ｈ２ａ：绿色品牌的定价比非绿色品牌定价高时，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

Ｈ３ａ：定价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

在第三方认证的绿色标识方面，如前所述，由于绿色属性很难被消费者观察判断和感知，当没
有可信的信号时，会影响消费者对该绿色品牌的理所当然性的判断，从而降低消费者对于绿色品牌
合理性的感知，并且会对该绿色品牌的品牌信任产生影响。绿色品牌的环境友好类信任属性需要通
过独立、专业的第三方认证［１８］。第三方绿色认证最主要的功能是，向绿色品牌的利益相关者提供
他们观察不到的绿色属性，使消费者能够感知到绿色品牌的绿色属性，证明该品牌是一种环境友
好、生态友好的绿色品牌，是一个负责任的绿色品牌。企业可以通过获得绿色产品的第三方认证向
外界发布自己产品或企业的绿色属性的信息，以此进行有效沟通，增加消费者的绿色品牌信任［３３］。

因此，提出假设：

Ｈ１ｂ：有绿色标识的绿色品牌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Ｈ２ｂ：有绿色标识的绿色品牌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

Ｈ３ｂ：绿色标识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

在次级联想杠杆战略的来源国方面，来源国会对品牌或企业产生来源国效应［２０］。因此，如前
所述，当消费者认为某个国家能够提供较好的能力、商业伦理和国际关系去满足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时，会给予该国的企业和产品正面的支持，使消费者对该产品产生合理性感知，并且认为该国的绿
色品牌有能力达到有效的环境绩效。对于来源国形象差的国家，会因为比如该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高而生产不出质量好的产品，或者因为该国家的制度不完善，而怀疑该来源国的绿色品牌是否能
达到的理想的环境绩效［１８］。因此，消费者会基于来源国形象形成对该国绿色品牌合理性和绿色品
牌信任的判断［１９］。

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Ｈ１ｃ：来源国形象较好的绿色品牌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Ｈ２ｃ：来源国形象较好的绿色品牌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

Ｈ３ｃ：来源国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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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绿色品牌战略、绿色品牌合理性和绿色品牌信任的相关研究，本文对以下内容进行探讨：

企业的绿色品牌战略是否会对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影响、绿色品牌战略是否会对企业的绿色品牌信
任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机制。研究模型如图２所示。

图２　本文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四、实验设计和假设验证

（一）实验情景设计

本文的实验方法采取的是准实验的方法，组间设计的实验对象是假设存在某个虚拟的通信设备

品牌，将该品牌在实验最前面描述成漂绿品牌，并测量其最初品牌信任等问卷。然后操控定价、绿

色品牌标示和来源国等因素刺激被试，接着被试会根据情景和刺激，填写品牌信任等问卷。本文共

发放问卷３００份，共获得有效问卷２０２份，回收率６７．３％。其中每种情景获得问卷１０１份。
（二）样本基本特征

对于样本的性别结构，在２０２份有效问卷的被调查者中，男性９０人，占样本比重的４４．６％；

女性１１２人，占样本比重的５５．４％，性别分布较均衡。对于样本的学历结构，样本中学士１０８人，

占样本比重的５３．５％，硕士８６人，占样本比重的４２．６％，普遍具有较高学历。对于样本的职业结

构，学生１２２人，占样本的６０．４％。在这次调查之前，有１０４人知道或了解绿色品牌，占样本的

５１．５％，不知道或不了解绿色品牌的有９８人，占样本的４８．５％。
（三）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

本文使用了ＡＭＯＳ１７．０和ＳＰＳＳ１６．０对结果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对问卷的信度进行检验，

问卷中每个变量的问项的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值均大于０．８，问卷的信度达到了较好水平。其次，进
行效度分析，各问项的因子载荷λ值大于０．５，ＡＶＥ值大于０．５，ＣＲ大于０．７，均在良好的水平

上，本文中战略对绿色品牌合理性和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的测量结果的收敛效度理想；对模型进行

拟合分析，各项拟合参数达到了较好水平。确定数据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后，将对数据进行方差

分析。

在定价战略方面，两组被试被告知该品牌定价分别是高于行业一般水平和处于一般水平，并检

验两组被试的操控效果。在定价高于行业一般水平的情景中，感知价格水平均值 （Ｍ＝４．２１３　６）

与在定价处于行业一般水平的情景中感知价格水平均值 （Ｍ＝２．０１８　２），差异显著 （Ｆ＝５０．２８２，ｐ

＜０．０１），这表示价格水平操控是有效的。在定价高于行业一般水平情境下，品牌合理性 （Ｍ＝

３．８７２　９）高于定价一般的情境 （Ｍ＝３．６５６　８），并且这个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 （Ｆ＝６．３１２，

ｐ＜０．０５）；同时，在定价较高的情境下，品牌信任 （Ｍ＝３．４５７　４）高于定价一般情境下的品牌信

任 （Ｍ＝３．４２１　８），但是这个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是不显著的 （Ｆ＝０．１４５，ｐ＞０．０５）。因此，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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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ｌａ得到了验证，Ｈ２ａ没有得到验证。

表１　绿色品牌合理性在定价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

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回归模型 系数 中介作用效果

自变量：定价战略
因变量：绿色品牌信任

０．０２７ 无中介作用

自变量：定价战略
因变量：绿色品牌合理性

０．１７５＊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注：＊ｐ＜０．０５。

为了更好地了解战略、品牌合理性和
品牌信任的关系，也就是前面提出的假设

３里绿色品牌信任战略是如何影响品牌信
任的，本文将定价战略情景作为虚拟变量
（２＝定价较高，１＝定价一般）（参照Ｃｈｉ－
ｔｔｕｒｉ等［３４］的研究），进行中介变量的回归
分析。对定价战略和品牌合理性进行回归
分析，测量结果具有显著性 （０．１７５，ｐ＜
０．０５），对定价战略和绿色品牌信任进行
了回归，测量结果不具有显著性 （０．０２７，

ｐ＞０．０５） （如表１所示）。根据温忠麟
等［３５］对中介作用检验的方法，该中介作
用不存在，因此假设 Ｈ３ａ不成立。
在绿色标识战略方面，分别展示给两组被试有第三方认证的绿色标识图形和无第三方认证的绿

色标识图形的情景，并检验两组被试的操控效果。在有第三方认证绿色标识图形的情景中感知具有
绿色标识图形均值 （Ｍ＝４．３１６　２）与无第三方认证绿色标识图形的情景中感知具有绿色标识图形
均值 （Ｍ＝１．０３７　２），差异显著 （Ｆ＝１５０．４２５．，ｐ＜０．００１），表明绿色标识图形有无操控是有效
的。在有绿色标识的情境下，品牌合理性 （Ｍ＝３．８３３　３）要高于无绿色标识情境 （Ｍ＝２．７４５　９），
并且这个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 （Ｆ＝１２９．５４４，ｐ＜０．００１）；同时，在有第三方认证的绿色标
识的情境下，品牌信任 （Ｍ＝３．６９３　１）要高于没有第三方认证的绿色标识情境下的品牌资产 （Ｍ
＝２．６５９　４），并且通过ｐ值的显著性检验 （Ｆ＝１０２．３６７，ｐ＜０．００１）。所以，假设 Ｈｌｂ和 Ｈ２ｂ得到
了验证。如表２所示，由于绿色标识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回归分析中影响是显著的 （０．５７８＊＊＊，ｐ
＜０．００１）、绿色标识战略对绿色品牌合理性回归分析中影响是显著的 （０．６２７＊＊＊，ｐ＜０．００１）以
及绿色标识战略、绿色品牌合理性对绿色品牌信任回归分析中绿色标识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
不显著 （０．０１６，ｐ＞０．０５）而绿色品牌合理性对绿色品牌信任影响显著 （０．８９７＊＊＊，ｐ＜０．００１）。
因此，根据温忠麟等［３５］对中介作用检验的方法，绿色标识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受到了绿色
品牌合理性的完全中介作用。Ｈ３ｂ得到支持。

表２　绿色品牌合理性在绿色标识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回归模型 系数 中介作用效果

自变量：绿色标识战略
因变量：绿色品牌信任

０．５７８＊＊＊ 完全中介作用

自变量：绿色标识战略
因变量：绿色品牌合理性

０．６２７＊＊＊

自变量：绿色标识战略和绿色品牌合理性
因变量：绿色品牌信任

０．０１６和０．８９７＊＊＊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注：＊＊＊ｐ＜０．００１。

在来源国战略方面，两组被试被告知该品牌来源国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并检验两组被试的操控
效果。在品牌来源国是美国的情景中感知来源国水平均值 （Ｍ＝３．８２１　６）与在品牌来源国是中国
的情景中感知来源国水平均值 （Ｍ＝２．１３５　８），差异显著 （Ｆ＝２０．６２１，ｐ＜０．０１），这表示来源国
水平操控是有效的。在来源国为美国的情境下，品牌合理性 （Ｍ＝３．５６７　７）要高于来源国为中国
的情境 （Ｍ＝３．３２０　１），并且这个差异在统计意义上是显著的 （Ｆ＝８．０４９，ｐ＜０．０５）；同时，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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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国为美国的情境下，品牌信任 （Ｍ＝３．５４２　６）要高于来源国为中国的品牌信任 （Ｍ＝３．１５４　５），

并且通过ｐ值的显著性，可以看到两组均值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所以，假设 Ｈ１ｃ和 Ｈ２ｃ得到

了验证。如表３所示，由于来源国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回归分析中影响是显著的 （０．２８３＊＊＊，ｐ＜

０．００１）、来源国战略对绿色品牌合理性回归分析中影响是显著的 （０．１９７＊＊＊，ｐ＜０．００１）以及来

源国战略、绿色品牌合理性对绿色品牌信任回归分析中绿色标识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显著

（０．１１８＊＊，ｐ＜０．０１）而绿色品牌合理性对绿色品牌信任影响显著 （０．８４０＊＊＊，ｐ＜０．００１）。因此，

根据温忠麟等［３５］对中介作用检验的方法，来源国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受到了绿色品牌合理

性的完全中介作用。Ｈ３ｃ得到支持。

表３　绿色品牌合理性在来源国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分析

回归模型 系数 中介作用效果

自变量：来源国战略
因变量：绿色品牌信任

０．２８３＊＊＊ 部分中介作用

自变量：来源国战略
因变量：绿色品牌合理性

０．１９７＊＊＊

自变量：来源国和绿色品牌合理性
因变量：绿色品牌信任

０．１１８＊＊和０．８４０＊＊＊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注：＊＊＊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共提出了９个研究假设，经过实验结果的数据验证，最后得出的假设验证结论，７个假设
得到了支持，２个假设没有得到支持，具体的结论如表４所示。

表４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结论

Ｈ１：绿色品牌战略会对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影响 支持

Ｈ１ａ：绿色品牌的定价比非绿色品牌定价高时，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支持

Ｈ１ｂ：有绿色标识的绿色品牌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支持

Ｈ１ｃ：来源国形象较好的绿色品牌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积极的影响 支持

Ｈ２：绿色品牌战略会对绿色品牌信任产生影响 部分支持

Ｈ２ａ：绿色品牌的定价比非绿色品牌定价高时，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 不支持

Ｈ２ｂ：有绿色标识的绿色品牌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 支持

Ｈ２ｃ：来源国形象较好的绿色品牌会对该品牌的绿色品牌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 支持

Ｈ３：绿色品牌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 部分支持

Ｈ３ａ：定价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 不支持

Ｈ３ｂ：绿色标识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 支持

Ｈ３ｃ：来源国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 支持

　　资料来源：本文整理。

首先，依据数据分析，假设 Ｈ１得到验证，即 Ｈ１ａ、Ｈ１ｂ和 Ｈ１ｃ得到验证。因此，认为绿色
品牌战略会对绿色品牌合理性产生影响。其中包括营销支持战略的定价策略、次级联想杠杆战略的
第三认证的绿色标识战略和来源国战略。在定价战略方面，绿色品牌的定价比非绿色品牌定价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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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获得积极的绿色品牌合理性；在第三方认证的绿色标识战略方面，有绿色标识的绿色品牌会获得
比较好的绿色品牌合理性；在来源国战略方面，有较好来源国形象的绿色品牌具有更高的绿色品牌
合理性。这说明，绿色品牌战略可以影响绿色品牌合理性，通过采用合适的绿色品牌战略，可以增
强消费者的合理性感知，以获得更好的绿色品牌合理性，而那些不合适的绿色品牌战略则会降低消
费者的合理性感知，从而影响到绿色品牌合理性。

其次，假设Ｈ２得到了部分验证，即Ｈ２ｂ、Ｈ２ｃ得到了验证。因此，认为一些绿色品牌战略会对
绿色品牌信任产生影响。在第三方认证的绿色标识方面，有绿色标识的绿色品牌会获得比较好的绿色
品牌信任；在来源国方面，有较好来源国形象的绿色品牌具有更高的绿色品牌信任。其中，在定价方
面，绿色品牌的定价比非绿色品牌定价高时会具有更高的绿色品牌信任的假设Ｈ２ａ没有得到验证，绿
色品牌定价较高是因为达到理想的环保效果和环境绩效需要付出更多成本，比非绿色品牌价格高是理
所当然的，因此具有合理性，但是只凭定价高这一个条件，消费者并不能感受到这个品牌的绿色属
性，不知道该品牌是否具有良好的环保效果和环境绩效，加之现在很多品牌 “漂绿”行为的出现，消
费者会对该品牌的绿色信任产生怀疑，当不确定性增加时，绿色品牌信任会受到影响。

再次，假设 Ｈ３得到了部分验证，即 Ｈ３ｂ、Ｈ３ｃ得到了验证。因此，认为一些绿色品牌战略对
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也就是一些绿色品牌战略要通过品牌合理
性来影响绿色品牌信任。其中，来源国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部分中介影
响。绿色标识对绿色品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完全中介影响，完全中介影响说明有
绿色标识的战略只能通过绿色合理性的中介作用来影响绿色品牌信任。绿色标识需要通过社会上的
第三方认证来获得，一个品牌如果是绿色品牌就应该理所当然地能够取得相关认证，得到社会的认
可，消费者通过这个认可就可以得知该品牌达到了一定的环保效果，从而对该品牌产生绿色信任；

如果一个品牌宣称是绿色品牌却没有获得第三方的绿色标识，消费者就会认为这是不合理的，会怀
疑该品牌的绿色承诺，进而影响到绿色品牌信任。其中，在定价方面，由于绿色品牌的定价比非绿
色品牌定价高时会具有更高的绿色品牌信任的假设没有得到验证，所以，更进一步的定价对绿色品
牌信任的影响会受到绿色品牌合理性的中介影响也没有得到验证，缘由已经在前面具体阐述了。

总之，本文的研究结果认为，漂绿后的绿色品牌企业在实施绿色品牌信任建设或者在发生 “漂
绿”事件后绿色品牌信任重建时，有三种绿色品牌战略可以用来影响绿色品牌信任，即利用营销支
持规划的定价战略、次级联想杠杆的第三方认证的绿色标识战略和来源国战略来提升绿色品牌信
任。而且本文还验证了绿色品牌合理性在绿色品牌战略对绿色品牌信任影响中起着重要的中介作
用。因此，漂绿后的绿色品牌企业应该不仅在消费者上实施绿色品牌信任重建战略，也要注意该绿
色品牌战略对利益攸关者的社会大众 （品牌合理性）的影响。也就是说，除了定价策略外，漂绿后
的绿色品牌企业可以通过绿色标识战略和来源国战略的绿色品牌战略对绿色品牌合理性的积极影

响，来获得良好的社会支持和最终绿色品牌信任的修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本文提出了可从定价、第三方认证绿色标识和来源国战略来重建漂
绿后的品牌信任，这是从绿色品牌真心实意想挽回大众的信任考虑。但由于这三大战略对不诚实的
企业来说虚假操控起来比较容易 （虽然第三方认证绿色标识较难操控），所以绿色品牌漂绿后除了
自发行为重建信任，政府的法制监管也很重要，这会使得绿色品牌漂绿后循规蹈矩地积极采取这三
大战略来重建品牌信任。因此，这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即对绿色品牌漂绿后的自发行为和政
府监管的共同作用来重建其品牌信任。

最后，未来该研究可以延伸到对不同类别的产品和不同行业进行研究和对比，由于不同类别的
产品和不同行业的特点和属性不同，其绿色属性对消费者的感知不同，从而对绿色品牌合理性和绿
色品牌信任产生不同影响。另外，跨文化研究和Ｂ２Ｂ市场研究也是将来十分重要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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